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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

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
高丙中

　

作者简介：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本文的基本内容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受黄涛教授之邀在温州大学讲述过，又于２０１４年８月受万建中教授和林晓平院

长之邀在赣南师范学院组织的民俗学暑期班以“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转型”为题讲授过，后来还作为会议发言在王晓

葵教授组织的“作为记忆之场的东亚”研讨会（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０－３１日华东师范大学）、岩本通弥教授组织的“再问

‘理所当然’：中日韩高层集体公寓变迁中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世界”（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４日东京）、中国民俗学会２０１４年

学术年会（１０月１２日昆明）上宣读过，另外得到武宇嫦博士、韩雷博士、刘铁梁教授、江帆教授、周星教授、朱以青教

授、张志春教授、王杰文教授、户晓辉教授等同仁的指教，王立阳博士帮助整理过讲述材料，特此致谢。

①　钟敬文：《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②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③　该论文以《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题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１９９４年出版。

　　摘　要：民俗复兴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巨变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民俗学顺势
而为，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对中国民俗学的多方面学术积累进行一次定性评估，
有助于达成一种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共同体的总体认知：中国民俗学已然完成一次理论转向和方
法更新，已然与所处的社会全面建立起一种新的积极关系，其潜在的发展趋向已经清晰可见，相
较于以前的文史性的遗留物研究，中国民俗学已经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并内生出成长为一门关
于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的趋向。我们认识到这一趋向，并确认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目
标，将为中国民俗学开创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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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驿程”：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

钟敬文先生在１９８７年把自己的一系列关于民俗学的论文结集出版，标题是《新的驿程》。①此

时正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个转折点，钟敬文先生的标题既是表明中国民俗学从“文革”中断后走过了

一段恢复的路，也表达了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俗学下一个阶段的期许。“新的驿程”既是客观地指
走过的路（新近所走的路），也是主观且热情地指出将要走的路，也就是倡导“走新的路”。钟先生

的这一指示后来明确以“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相号召。②

就在新的驿程开启之后，我于１９８８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成为钟敬文先生的学生张紫晨先生
指导的博士生，并在二位先生的指导下，在１９９１年完成《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与学术取向》的学位论文③。在我自己看来，该论文是对钟敬文先生的“新的驿程”的理论表述，一

方面以“民”和“俗”的概念演变叙述了民俗学的学术史，另一方面，对民俗学应该是怎样的学术进
行了论证。学术史的叙述虽然占据了较大篇幅，但是真正的立意还是在于呼唤一种新的民俗学。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中国民俗学一边前行，一边反思自己的道路，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少的学术

史评述论著。从张紫晨先生和王文宝先生各自的《中国民俗学史》①，赵世瑜的博士学位论文《眼光

向下的革命》②，到刘铁梁在１９９８年发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１９９０年代的学科史论著分

期、分阶段清理了中国民俗学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学术史回顾主要是申

明当时的民俗学工作是有自己的历史来路的，学科积累的基本文献、主要人物和研究范例已经与

当下的研究衔接起来。这些学术史回顾，或明或暗地指向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中国民俗学就算是

恢复起来了。不过，刘铁梁的文章虽然重在对现代中国民俗学进行分期，但是在结尾部分呼应了

我在博士学位论文中的倡导，并乐观地看到，中国民俗学正在“进入一个真正发展的阶段”③。

等到进入“新世纪”，人们才更容易以新的眼光看见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实绩。这个时候，学者

们一边肯定学科的具体进步，一边着力探讨中国民俗学应该如何克服问题往上提升。④ 民俗学的

一些开拓性的经验研究著作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它们还没有在学科话语中成为代表中国民俗学的

新主流。

二十年是一代学人成就自身的时间。就在“新的驿程”开启二十年之后，一些民俗学者陆续著

文评估新一段“走过的路”，对中国民俗学的各种进步予以“划时代”的评定。２００８年对于中国社

会、中国心态和中国学术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开始十分积极地看待自己。

民俗学界很快出现了一系列学术总结的文章，对中国民俗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历史的高度予以

充分肯定。⑤ 我在２００８年发表《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中国民俗学的两个关键转

变的完成：“从知识生产的定位和学科性质来说，中国的民俗学是在学人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都很驳杂的‘民俗研究’中得以专业化的。与此同时，中国的民俗学是从偏重文史的人文学科嬗变

为社会科学的。”⑥这两个转变以及它们在国家的学科体制上被安排的位置被用来证明中国建成了

自己的民俗学。而刘晓春的文章也是通过学术范式的成功转换而间接地支持中国民俗学已经走

完了一段“新的驿程”。至此，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历史总结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是，相比于钟敬

文先生“新的驿程”的双重含义（走过的路与要走的路），我们的论述还少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２０１３年，户晓辉、吕微和韩成艳先后在《民俗研究》发表了关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从特殊

人群向普遍公民转化的文章⑦，他们在民俗学同仁的经验研究中看到了这个变化的轨迹，最重要的

是，他们在理论上论证了这种转化的应然性和中国民俗学由此可以达到的前景。理由在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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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１９９５年。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的早期发展（１９１８－１９３７）》，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７年；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刘铁梁：《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民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例如，钟敬文：《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由万建中、黄涛、萧放、吴晓群整理），《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２年第１期；杨树
喆：《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现状刍议》，《宝鸡文理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２期；刘铁梁：《开拓与探索的历程：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回顾
与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５期；黄泽：《论中国民俗学新世纪的学科发展》，《思想战线》２００３年第１期；谢国先：《新
世界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例如，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民俗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刘铁梁：《中国民俗学思想发展的道路》，《民俗研究》

２００８年第４期；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叶涛：《新时期
中国民俗学论纲》，《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安德明、杨利惠：《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民俗
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民俗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户晓辉：《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民俗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吕微：《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接的可
能性：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民俗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韩成艳：《在“民间”看见“公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
的实践民俗学进路》，《民俗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见当期《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民俗学前
景”笔谈》。



“民”被认知为公民的时候，“民”就从现代国家要排斥或教化的异己转化为所信赖、所依靠的“有

机”（葛兰西意义上的）份子，民俗学也就有机会从文人的好古之学、猎奇之学转为现代国家经世济

时的基础学科，因为具有“公民身份”的民是现代国家的文化之根和权力之源，现代国家之成立端

在“民”作为公民之成立。由此，中国民俗学被引入一个开阔的发展地带。民俗学从长期研究属于

边缘的“民”，一下子转而面对普遍、普通的公民，于是，另一个“新的驿程”呼之欲出了。为了与钟

敬文先生的时代命题相区别，我宁愿称之为“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①。

二、中国民俗学的定性评估：对象与方法

对于中国民俗学的评估，我们在这里不是采用量化的方式，不是统计民俗研究论著的数量，也

不去统计民俗学论著或学人的引用量。我们采用的是定性评估，主要看民俗学在过去三十多年的

重要转变。不过，我们这里所谓的重要转变，不仅是民俗学内在的学术转变，而且特别基本也特别

关键的是民俗学外在的民俗现象的社会转变，以及民俗学内在转变与外在转变的互动关系。

从传统认识论来看，民俗学的知识群体是认识的主体，民俗现象是认识的客体。但是，中国民

俗学的当代发展恰恰不是基于这种截然二分的认识论可以理解的。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

一个民俗复兴的过程，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民俗现象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如此呈现的，而

是逐渐恢复、生成的。而且，这个由恢复与生成的机制所得到的“复兴”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一

个公共部门（政府、媒体、知识分子群体）不断介入的过程。其中，民俗学人发挥了专业性的积极作

用。无论是在村庄（社区）层面还是全国层面，民俗学人都以自己的专业努力参与了民俗复兴，今

日的民俗复兴状态或局面毫无疑问是民俗学人参与造就的。河北省范庄龙牌会从一个害怕被作

为迷信打击的庙会，成为冠冕堂皇的龙文化博物馆，再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民俗学人

从１９９１年以来的参与在其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的主要大城市在１９９０年代初陆续颁布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的人大立法，到２０００年代中期陆续颁布新法②，允许市民按照规定在春节期间燃放

烟花爆竹，也与民俗学人关于“年味”、传统节日的观念生产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对于中国民俗学

的评估把对象限定在学科内还是把对象定位在时代中，会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结果。

对于评估对象与评估方法的选择是内在地关联着的。对于民俗之民与民俗学人、民俗与民俗

学的关系，对于民俗（复兴）与时代（变迁）、民俗之民与政府的关系，可以有两种理念不同的认识，

一个是反映论的，一个是共生论的。反映论就是我们从小就学到的唯物主义哲学，上层建筑是经

济基础的反映，社会心理反映社会现实，这是反映论。按照反映论来说的话，时代（大社会）变了，

民俗肯定就变了。这是说社会决定着民俗，民俗是被决定的。显然，这种哲学不能给我们提供有

用的方法论。如果以共生论来看，这四组概念所指的实体都可以是主体，都可以是主动者，而任何

结果都应该被看做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因此，不能仅仅说这个时代在变，所以民俗在变，还应该

说恰恰是民俗、民俗的主体在变，这个时代也在变。这里面民俗、民俗之民、民俗学人、政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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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民俗学会在２００６年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和学术研讨会，曾经采用“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机遇与挑战”的主题，我这里的主
题也可以理解为那个主题的一种转化，即“中国民俗学的新世纪”。只不过前一个“新世纪”是日历时间，后一个“新世纪”是表示
学科新篇章的历史时间。我在那次会议上的主旨发言是“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已经把“俗”的研究转化为“日常生
活”的观照；稍早之前，我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纪念中国民俗学会成立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是“民间、人民、公民：民俗学与现
代中国的关键词”，曾经尝试把“民”引向“公民”。这些点滴的想法等到２０１３年才由户晓辉、吕微和韩成艳做了一个明晰的完整
论述。

北京市的变化比较有代表性。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２日，北京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６次会议通过《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
定》，开始全面（包括春节）在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在全国起了很大的引领作用。经过市民、民俗学者、媒体的多年批评、反
对，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２次会议（２００５年９月９日）通过《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恢复春节期间市区按照规
定燃放烟花爆竹的传统，也带动全国多数禁鞭的城市有条件地恢复了传统。



都不是一个被决定的消极的方面，恰恰都是积极的参与者，都是这个时代的推手。

反映论的认识论指导我们看见单向关系和结果，共生论的实践论引导我们关注动因和复杂互

动的过程。如果各方都是主体，都是积极追求的实践者，那么社会因为它们的追求而注入动力和

动能，又因为它们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各方都持有“股份”的结果（成果）。各方都有自己的目标或远

大目标（主观的历史意识），但是历史的真实方向只能是各方博弈的产物（客观的历史事实）。因

此，我们既要把民俗、民俗之民、民俗学人、民俗学科当做它们自己来看待（它们各自是主体），也要

把它们当做相互的关联物来看待（它们同时是共生的主体、其他主体的伴生物、伙伴）。

三、中国民俗学的理论转向

中国民俗学是从１９９０年之后才发展起来自己的理论领域。任何知识活动都需要自己的理论

依据，但是只有知识活动成为专门的学科，才需要、也才有条件形成自己的理论生产，就像人类从

利用东西做工具到自觉制造自己的工具所代表的进步一样。理论生产形成规模，形成学科内一个

特定的领域，民俗学之为“学”才真正可能得以确立。

我在１９９１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①是专门回应学科与时代的提问所

做的民俗学的理论探索。它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意义首先不在于具体说了什么，而在于促成中国民

俗学从“用”理论到“造”理论的知识生产分工。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有译介的国外学术，有对于

历史文献的、多民族的各类民俗事象和学术史的专题研究，有倡导性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阐述，但是

没有论证体的理论著作。这是一种有哲学依据、有现实针对性、有体系建构的学科理论建设，它由

此铺垫了中国民俗学的新前景。

吕微在２０００年发表《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在２００３年发表《“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

学》，在２００６年发表《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②，着力

所做的是用普遍主义逻辑寻找（建构）民俗学（民间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内在依据及其在中国民

俗学历史文献中的根子或种子。等到户晓辉在２００４年出版《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在２０１０年出版

《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③，中国民俗学再一次提升了自己的理论建设的专业性，因为无论就其

哲学根基还是就其民俗学问题的针对性和系统性，这些著述都代表了中国民俗学者对于西方理论

的中国化、对于哲学的民俗学化的最新高度。三人成众，中国民俗学初步具备自己的理论队伍，初

步形成自己的理论领域。

也许我们应该说，中国民俗学在形成自己的理论领域的同时也产生了自己的理论家。吕微和

户晓辉都是在中国民俗学的职业生涯中成长为民俗学理论家的。民俗学是从汤姆斯创造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这个词开始的，但是，他的这个偶然的发明能够容纳一门现代学科，这是要从整个西方的思想与历

史才能够理解的。吕微和户晓辉从中年才决志从西方哲学的根底探讨民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于

是开始从西方哲学的经典读起，户晓辉更是决心从头学习德语，从头学习古希腊语，直到能够翻

译、引用哲学的和民俗学的德文文献。在中国民俗学的这个圈子里，有人就是为了追求学术不在

乎多少年有没有产出，这才证明它能够是一门纯粹求知的学科。即使不是实用的东西，如果觉得

该有人去做，就真有人去贡献年华。一个学科如果有若干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学科作为一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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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吕微：《“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
期；吕微：《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
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立的求知领域就成立了：就是要有人真的把它当做喜欢的东西，不计成本地追求。由此而论，中国

民俗学也已经成为知识的荣耀之地，因为这个圈子里已经有好学深思的这群人。一个学科要有自

己的学术风范：由具体的人格代表学科的求知之志。从吕微和户晓辉的学术经历来看，中国民俗

学已经有这样的学术人格。

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当然首先要由理论的创新来开启。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形成了可辨识的

领域，当然是由实在的论说所支撑的。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理论转向。从遗留物到日常生活的文

化研究，这个是我们好多同仁这些年一直在努力谋求的变化。在这里，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这两

个概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民俗是个对象概念，是社会文化现象，这个对象概念要有意义，必

须要有理论进来，如果没有理论进来，它就没办法成为一个学问的对象，至少是无法成为一门有思

想的学问的对象，因为有些人不用理论概念也能够做研究，但是他很难是思想性的学问。

理论的大方向转变后，我们的研究要进一步落到观察与分析的对象上。民俗学的最基本的理

论是要解决民俗学的对象问题，也就是要在同仁内部约定什么是民俗，其他问题都是从这个问题

派生的，或者是被这个问题制约的。民俗对象问题可以分解成为三个问题：１）经验上各是各的民

俗现象要被认知为一个整体；２）谁是“民”（以及为什么要研究他们）；３）什么是“俗”（以及怎么研究

它们）。

不同的民俗现象在学术上被作为整体性的“民俗”看待，在过去二十多年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处

理的。首先是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来包容一切。民俗研究的东西，一会儿是拜祖宗，一会儿是

用偏方，一会儿是宴席上的吃吃喝喝、唱唱跳跳，一会儿是成年礼，一会儿是手工编织，这样的对象

如何是相关的？我的尝试是用生活世界的概念把它们包含在一起，在认识上成为一个整体。其次

是用哲学思维贯通这一切。吕微用康德的先验范畴、索绪尔的内在性（外在性）概念讨论民俗学

（民间文学）的全部现象，建立了一种普遍主义的言说方式。实际上，当民俗学者能够用普遍主义

语言研究在现象层面杂多的民俗，民俗现象的整体性问题就被化解了。这种方式曾经在故事学的

创立中发挥过作用。一个故事都各自是自己，一个民族的故事也只是属于这个民族，但是母题、故

事类型的发现（或发明）在所有民族的所有故事之间都建立了内在的联系，由此故事学可以成立，

引申这种方法的民间文学也可以成立，进而引申这种方法的民俗学也可以成立。但是，当这种引

申不能作为主导的方式之后，民俗学原有的对象整合就失效了，于是需要学人重新努力去解答这

个根本的问题。中国民俗学的对象整合问题在过去二十多年是解决了的，并且是以不断进步的方

式在解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热潮中，一些很有理论建设价值的论著不仅对于解答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问题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一般的民俗学理论也有重要的贡献。刘魁立先生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的论述①、刘晓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的论述②都具有

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

中国民俗学对于民俗之“民”的界定在１９９０年前后从农民到国民（全民族）的扩大，并没有真正

解决问题。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说，民俗之“民”扩大到全体国民，就算是达到极限了。但是从实践

的角度说，这种扩大并不必然造成任何实际的社会动能，并不必然造就积极的改善社会的观念。

这种界定具有学术性，但是没有明确的思想性。这种定义也没有实践的导向。

从２０００年以来，虽然有学者尝试把“民”作为公民看待，呼吁赋予在文化上受歧视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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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广西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刘魁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若干理论问题反思》，《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刘魁立：《从人的本质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

１期。

刘晓春：《文化本真性：从本质论到建构论》，《民俗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以公民的权益，但是并没有在学术上把“民”定义为公民的完整论述。直到２０１３年，当吕微、户晓

辉、韩成艳分别从哲学的、思想史和学科史的角度明确、充分地论述民俗之“民”是公民的时候，民

俗的学科定义在中国社会的思想力量和实践力量才有了无限的释放潜力。

中国民俗学对于民俗之“俗”的重新界定，早在钟敬文先生于１９８０年代借鉴日本民俗学的理念

提出民俗学应该是“现在学”的思想之后，逐渐以“生活文化”的定位而在民俗学界获得共识。不是

从古俗、文化遗留物的历史角度界定民俗之“俗”，而是从日常生活、生活文化的概念把“俗”指认为

现实生活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民俗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的转变发挥了指导作用。

四、中国民俗学的价值转变：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

中国民俗学对于民俗的研究从来都是从中发现价值，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关于价值的观念是非

常不同的。其中的关键转变是从肯定民俗的历史文化价值到肯定民俗的现实文化价值，从肯定

“俗”脱离“民”的价值到肯定“俗”对于“民”的价值。从陈述中国民俗学的初始动机的《歌谣》周刊

发刊词，无论是学术的目的（搜集歌谣是为了积累学术研究的资料），还是文艺的目的（参与催生

“民族的诗”），都不会真正关心持有这些文化“养分”的“民”。而当代的民俗学恰恰是在对于现实

的“俗”的关注中发现了“民”，发现了保证“俗”对于“民”的积极价值的社会实践，当然，首先是发现

了积极看待“民”的立场与视角、方法。

中国民俗学在当代的价值转换从日常生活概念的运用所表现的变化来看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从中国民俗学转向现实的调查研究以来，为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辩护是民俗学最有贡献的

地方。

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持否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立场，并通过否定民之俗而否定

俗之民。传统的日常生活是由“陋俗”所代表的。各种日常生活批评的论著，针对非西方的欠发达

国家，认为老百姓的生活习俗都是不对的：因为大众的传统跟现代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并把种种

不一样放置在一个秩序里，纳入一个结构，在此，差异就显示为一高一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中

国民俗学也曾经受这个结构制约，对“老百姓”的生活主要采取这种批判的立场。但是，中国民俗

学毕竟没有放弃发现民间价值的初衷，很容易就与那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保持距离，不再做简单的

批判。到我们这辈人从１９９０年代真正参与民俗学的学术生产，我们开始探索另一种态度，寻找另

一种视角，在“民间”看到真正积极、正面的东西。首先是不能批判，再就是要尊重而不是批判。怎

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要走出另外一条路来，需要几个条件，一个是时代发生了变化，第二个就

是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第三个是民俗学这帮人发生变化。这三个东西要一起发生变化，我觉得

我们这辈人是赶上了这三个东西一起发生变化。我们也可以很自豪地说，在这里面我们这代人也

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而不是等着其他学科的学者完成了这些改变之后，我们再来做变色龙。

怎么让“日常生活”概念变成支撑老百姓生活、帮助民俗学者去正面看待老百姓生活的法宝？

我们一定要借助哲学的巨大能量。哲学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胡塞尔、舒茨、

卢克曼等人的研究都在说，日常生活有一个属性是“理所当然”（ｔａｋｅ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ｔｅｄ）。日常生活就是

常识的世界，也就是常人以理所当然的心态来自处、相处的世界。可是，当公众被卷入现代社会，

我们的现代遭遇变成越是理所当然就越错，结果就是：大众必须被改造，甚至被强迫改造。其政治

技巧就是对大众的文化传统进行污名化。要改变这个趋势，就必须重新在理论上以及在经验研究

中让日常生活恢复理所当然的属性，恢复知识界、思想界和公众对于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的认识。

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对于“民”来说是正常的，但是时代变了，原来我们生活在小社区或者若

干村落的区域社会，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国家、有知识分子，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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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这个社会定向的追求，于是，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属性在现代社会的局限也必须承认。家

族械斗、童养媳这些民俗的理所当然必然导致一些问题。现代国家是有秩序的，“民”必须迁就妥

协；但是现代国家的“民”又是有法定权益的，在理想情况下，当他们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对待时，

他们可以通过正当程序让国家改变已有的限制。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的民俗复兴促使国家改变

了多方面的政策与法律，我们在温州永嘉看到宗族祠堂挂“文化礼堂”牌子得以合法存在的例子，

宗族祠堂有戏台，可以举办宗族活动，也可以唱传统的地方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力

量。宗族祠堂成为文化礼堂，村落里作为日常生活的祠堂活动又在多个方面成为理所当然。该祭

祖的时候祭祖，该唱戏的时候唱戏，该宣讲“三中全会”精神也可以在这里，互不妨碍。以前是完全

否定的，现在是在一定条件下重新正当化、合法化，国家在里面做了妥协，宗族在这里面也做了妥

协。于是，成就一种互相有条件的理所当然，这就完成了从传统社会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到现代

社会的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的转化。显然，这是过去的民俗学（只调查祠堂内的仪式活动）所不关

注、不采取的立场。但是现在的民俗学恰恰有眼光有能力认识到，在祠堂做调查，只看到祭祖是不

够的，谁在祭祖，他如何祭祖，他何以能够让这件事情是正当的？这是我们当代青年民俗学者每个

人都在自己的田野中看到的现象和关联的问题。由于民俗学者的引领，社会看待民俗的价值，已

经从陋俗论转变为遗产论。

“民”必须作为真实生活的承担者而受到关注。把中国民俗学的新价值与关于“民”是公民的

理念结合在一起，会带动民俗学的新取向。在做民俗学研究的时候不能还把对象只当农民。他是

农民没错，但是我们今天去研究的时候恰恰不能把他只当农民，还要把他当公民。如果还是用农

民这个概念的话，当然不会看到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农民这个概念在中国就是代表落后的文

化，落后的思想观念，落后的生产方式①，如果有学者还用农民这个概念，走的还是日常生活批判的

路子。所以，研究民俗之“民”，就是要让旧范式下的文化遗民转变成新范式下的文化公民，完成这

个转换，才是当下的中国民俗学的学问。

民俗学要帮助我们的社会逐渐学会如何看待普通的个人。“民”是具体的人，如农民、农民工、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但是他们是有自己文化的公民。当我们把他们纳入研究对象，使他们成为

“民”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承认他们是“公民”。大家本来是不一样的，阶级、收入以及教育、民族、宗

教等方面不一样，但是在公民概念之下，尽管大家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是平等的。如果平等是成

立的话，这个不一样才是要尊重的。以“民”为公民，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并不必然还需要论

高低，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都只论如何不一样，只论这些不一样如何能够代表各个人或社群的自

我。最重要的是，如果民俗之民被视为公民，他的俗就必然是首先要受尊重的。这才是一个正常

的现代国家里普通人的文化所应有的地位。

五、中国民俗学的方法更新

中国民俗学的理论更新和价值转换，必然带来新的研究方法的实验与传播。做文化遗留物研

究，文字资料具有优越的价值，因为在古籍中最好找到历史资料，研究者不需要到现实生活中花钱

花时间调查。即使这种学问被质疑，还是不一定就能够自动促使学人走向田野作业。一定要有一

个概念成为约束的条件，民俗学人才可能感到必须到现实生活中去。田野作业成为学科的基本的

研究方法，不可能是即兴为之、偶然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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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和生活文化，在中国民俗学界成为基本的概念的时候，参与观察生活过程的田野作

业就成为与之搭配的不二方法。钟敬文先生讲民俗学是“现在学”，那么，它为什么是现在学呢？

怎么才能够将现在（现实）作为学问的对象呢？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就能够做到这个学理上的支撑。

生活世界是活态的，也是包含整体的和过程的，这些都构成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内在约束，由此我们

能够理解自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年轻一代民俗学者普遍选择以蹲点的方式开展自己的田野作业，用

民族志的文本承载自己的民俗志研究。

中国民俗学的新一代学人尝试多种调查方法，写出多种“民”与“俗”之关系的民俗志论文，至

今尚在探索之中，一时并无定式。从我的师兄师姐开始，他们和我一样感受到方法创新的需要。

郭于华、张铭远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完成民俗学博士学位论文，都是通过在全国多省、多点考察的采

风方式获得研究资料，分别完成了关于丧葬和生殖崇拜的论文。① 我的师兄师姐实际上已经转向

以实地调查为依据进行专业研究了。不过基本上来说，这个时期的实地调查还大致属于一种改进

了的采风。当我在博士学位论文里论述转向民俗生活的时候，既是受到他们的感召，也是基于对

他们的调查方法的局限性的不满足。对于民俗生活的整体研究，需要现代社会科学通用的田野作

业，也就是我们通俗地称为蹲点调查的方法。后来的年轻学人逐渐把调查地点集中在一个地区、

一个村社，从而每人都有自己专属的研究地域和领域，使自己成为能够把特有的地域与领域捆绑

在一起的经验研究专家。安德明、刘晓春等人在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分别完成祈雨禳灾习俗和宗族乡

村社区生活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已经是扎根在特定的乡村（以特定的村社为中心）进行比较长时间

的田野作业了。② 杨树喆在这个时候开始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他选择没有多少案例资料的

壮族师公作为研究对象，这就必然要走进田野，依靠田野作业，全程参与一个师公班的活动。不

过，他在２０００年完成的文本写作还是以分类概述的方式为主，把完整、生动的案例描述作为附录放

置在文末。③ 我们可以从他的例子看到，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与文本策略都处在转型阶段。

这个时期的研究已经明确意识到作为“俗”的具体承载者的“民”及其地方社区不可再被虚化

的新方法论，民与俗及其真实时空都被具体的描述呈现在作为研究成果的文本之中。后来巴莫曲

布嫫以自己的史诗田野研究为例，归纳民俗学研究者要关注的五个在场（民俗传统、演述事件、受

众、演述人、研究者），凸显了民俗学经验研究的新方法论要顾及的几个主要方面。④

不过，民俗学长期有一个虚化处理资料的具体地点的民俗志传统，也就是用区域内各地的民

俗资料编撰、合成一个代表这个地域的民俗整体的文本策略。一些年青学者在方法上的探索结合

了传统民俗志的文本策略和田野作业的资料方法，开拓着另一种民俗志经验研究的范例，如王杰

文和岳永逸在２００４年分别完成对伞头秧歌的研究和河北赵县庙会的研究，虽然他们都是以大量的

田野调查为基础，但是都不聚焦一个村社，而是把调查范围扩大到专题现象所涉及区域的多个村

庄。⑤ 这种经验研究的文本最有经典民俗学研究的味道。

田野作业的规范性的不断增强，以及文本呈现的模式的不断探索创新，在学科外部是受人类

学、民族学、社会史的方法的影响，在学科内部则是或明或暗对《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关于生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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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郭于华：《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
抗拒———中国民间信仰的功能与模式》，中国华侨出版公司，１９９１年。

安德明：《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
序》，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

杨树喆：《师公·仪式·信仰：壮族民间师公教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文学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岳永逸：《庙会的生产———当代河北赵县梨区庙会的田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王杰文：《仪式、歌舞与文化展
演：陕北·晋西“伞头秧歌”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化研究的整体性的倡导的呼应。大致看来，把田野作业地点选定在特定社区的个案研究在２０００年

以来逐渐形成趋势甚至主流。民俗学的此种个案研究着力处理一定民俗事象在一个地域内的表

现，田野作业都需要选定一个地域，但是在地域范围的界定和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上有侧重不同

的选择。它们都必然以实际的社区为中心呈现研究对象，但是对于社区范围的选择有村社、乡镇，

或以庙会等专门民俗事象的传播为范围的较大地区。其中，以村社为中心的范例，可以举祝秀丽

在２００２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对于辽宁省一个村子的故事讲述活动的个案研究①，而张士闪在

２００５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乡土社会与乡民的艺术表演》主要是对小章村竹马的民俗与艺术的

研究②，西村真志叶的博士学位论文则是在燕家台村基于对村民长期的参与观察来开展对“拉家”

的体裁研究③。以乡镇为对象范围的范例如林继富２００５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民间叙事传统与

故事传承》以长阳县都镇湾镇为地域对象、以几位故事家的叙事传承为中心。而以特定的民俗事

象，尤其是以庙会为中心的个案研究，虽然可能涉及较大的地域范围，但是因为事象及其活动过程

的整体性比较便于把握，是民俗学的经验研究比较多地选择的调查对象和文本呈现方式，从吴效

群较早完成的妙峰山庙会研究，到刘俊起对豫南盘古庙会的个案研究，再到王立阳对于保生大帝

信仰的研究④，代表着此类对象界定的便利性和优越性。具体的地域空间就意味着现实的人群，从

２０００年前后以来，中国民俗学的经验研究对于“俗”的观察越来越紧密地与具体村社的“民”联系在

一起。虽然我们这里谈的是地域如何在文本中出现，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指涉的是具体的“民”的在

场。归纳起来，这些案例的集聚为中国民俗学在方法上完成了处理“俗”与“民”的合一的历史转

变。而以前的民俗学范式是把“民”进行模糊化处理的，“民”一般不需要以具体时空中真实存在的

人出现。

在民族志方法成为民俗项目的个案研究的标准方法之后，年轻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个案研究成为展示他们的方法理念和田野作业训练的最佳舞台。众多的书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的民族志文本在这个时期大量涌现。例如，乌云格日勒的成吉思汗陵祭奠研究，戚晓萍的二

郎山花儿会研究⑤，王瑛娴的杨柳青年画传承研究，桂慕梅的天津天后宫街区文化遗产的研究，宋

奕的柳林盘子会研究，宋红娟的西和乞巧节研究，都以生动而完整的个案呈现了各种民俗成为主

流社会的正面价值的过程以及具体项目的文化传承状态。他们的调查方法与叙事方式的开拓与

创新真正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变迁，通过各有特色的文本，发现、展示了民俗学的学术与大时代

和主流社会的建设性关系。

六、结论：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

民俗学定位于文化科学，应该比定位于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更具有包容性。民俗学有近１７０
年的历史，在理论和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成就；民俗学的从业者来源广泛，却能够保持一致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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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祝秀丽：《村落故事讲述活动研究：以辽宁省辽中县徐家屯村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张士闪：《乡土社会与乡民的艺术表演：以山东昌邑地区小章竹马为核心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年。

西村真志叶：《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吴效群：《北京的香会组织与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８年；刘俊起：《多元互动中的地方传统：豫
南盘古庙会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年；王立阳：《文化的生成：保生大帝信仰恢复与合法化的个案研究》，北
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

用民族志／民俗志的田野作业方法和文本形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文化写出来，是近些年中国学界的一项成绩卓著的增
长点，无法一一列举。其中一些这种写文化的著作已经出版，例如，１）乌云格日勒：《信仰的薪火相传：成吉思汗祭奠的人类学研
究》，列入高丙中主编“写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报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１３年出版，它是作者近十年追踪调查的结
果，研究者能够熟练使用蒙语和汉语，由色音教授指导，在方法上是新一代学人的代表；２）戚晓萍：《洮岷花儿研究：生存空间视
角下的田村花儿调查》，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同。进一步来说，虽然民俗学者能够认同民俗学，但是对民俗学的学科定位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

把民俗学定位于人文学科，有的则定位为社会科学，还有的定位于人文色彩浓厚的社会科学，还可

以定位于可以充分吸收社会科学养分的人文学科。可见，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划分难以确认

民俗学的学科定位。因此，寻找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定位对民俗学人的共同努力是具有积极意义

的。鉴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取向是在文化的范畴之内，而“文化科学”在当代已经是包容人

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综合性的学术，其中，由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和德国的批判理论

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就是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学术。民俗学完全可以

是这种定位的另一门学术。

民俗学在汤姆斯那里被定义为“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翻译过来就是“人民的知识”。但是人民是

谁？在中国政治上的回答与我们在民俗学上的回答长期都是不一样的。普通人在政治表述中属

于作为集体的人民，但是在民俗的概念框架里，是作为二等公民的落后群众，其实一直都不能得体

地称为“人民”。其实，在革命话语里，“人民”是一种神圣的集体、总体，与个人不能直接转换。

民俗是社会群体共享的文化，在这种意义上，用“人民”这个集合名词表示“民”是能够成立的。

但是，“人民”如何与普通人发生经验研究上的转化呢？这需要我们提供学术的支持。而“公民”可

以是这个我们所需要的概念。在现代国家的政治表述上，公民就是人民，在共同体的神圣意义上，

两者是同一的，而且“公民”概念比“人民”概念多一层与普通个体进行转化的功能。所有的普通人

都可以是公民。

那么，谁是民俗之“民”？我们今天可以在集合概念上用“人民”，在个体概念上用“公民”，在实

际的使用上把“民”作为文化公民来看待。文化公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是公民概念被从民法、

政治、社会和文化上进行细分以便更好地在现代国家落实公民的权益而发展起来的概念，保证国

民个人、群体不因性别、教育、贫富、民族、生活方式等等的不同而受到文化上的贬低，保证国民能

够因为文化的多样性而获得承认与欣赏的机会。① 如此转译之后，民俗可以既是社会群体、社会整

体的公共文化，也是具体的普通人的生活文化。民俗就是公民作为群体的日常生活，有待专业工

作者去挖掘（调查），去书写（民族志文体的民俗志）。公民的日常生活，在调查与书写之前是生活，

写出来就是文化。生活是公民自己的，公共文化要借助专业知识分子的工作才被看见，被认知，被

承认，有时候还要经过政府的介入和认可。由此而论，民俗学就可以是关于公民日常生活研究的

文化科学。

民俗，在传统时代就是那个社会的基本的、理所当然的公共文化。经过近代以来一个巨大的

转变，民俗变成要在现实生活中革除的对象，调查、搜集也只是基于它们的历史价值和文化素材价

值。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俗学在学科分工中是研究边缘群体、边缘文化的地位。我们长期对“民”的

认识是这种基本地位所左右着的。

在过去３０多年的社会与学术的变革中，民俗复兴，已经成为文化遗留物的民俗重新进入国民

的生活，也重新进入国家的公共生活。近十多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可以简

化为大规模地依托国家体制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公共文化的过程，民俗已经在大量提供公共文化

了。民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成为合法的公共文化。原来说过什么节，过什么庙会，那就是

乡村里面的节，现在乡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说这是“我们的节日”，又上报，使它成为更大共同体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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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感谢周星教授在研讨上提出“公民”与民俗相关联的中间概念问题。文化公民身份是一个支持性的中间概念，值得进一步对于
这种关联做深入的论述。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可以成为能够被积极看待的民俗，周星教授对周作人的“生活的艺术”的
民俗思想的发掘，可以开启另一种关联的研究。见周星：《平民·生活·文学：从周作人的民俗学谈起》，“再问‘理所当然’：中日
韩高层集体公寓变迁中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世界”研讨会会议论文，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４日，东京。



“我们的节日”（代表这个地方的文化）。社会原来运作的是排除法，让民俗成为区隔乡村人口与精

英是不同人的一个方法；现在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化，民俗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成为公

共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学者、知识分子与地方公众等不同的群体都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有机

组成部分，都是“我们”中的成员。因为都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谁的民俗都可以是“我们”的公

共文化。

在民俗转化为公共文化的大门洞开之后，民俗由现代体制的异己转化为伙伴，“民”重新成为

体制的内在的、有机的部分，成为在文化上受尊重的社会主体。原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民俗，是跟

现代的体制隔离，正是因为这些东西不符合现代体制，才是民俗。现在民俗转化成为公共文化之

后，恰恰跟这个社会的科学、艺术以及经济部门如工程设计都是可以积极联系的，再没有人为的鸿

沟。手工是土的，现在却能够与最洋气的东西拼接。比如说刺绣，与代表高科技的苹果产品按照

原来的分类是一个那么高，一个那么低，可是恰恰现在刺绣可以出现在苹果产品的套包上，而ＬＶ
的提包如果设计了手工刺绣，可以是特别时尚或高贵的。正是因为这个转变，羌绣可以在高新技

术人群中成为时尚。

我们能够从各种变化看到中国民俗学与１９９０年代前是非常不一样的，许多方面都是一百八十

度的转弯。这是民俗学的一个新时代。今天的民俗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位置已经完全不同，今天

的民俗学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已经是一门新学问。

中国民俗学确确实实处在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既是说民俗学作为一门学问处在一个新时

代，也是说民俗学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处在一个新时代。其所标榜的“新”既是中国的民俗学人在过

去二十年的学术成果，也是这个群体可以明确要追求的目标。把民俗学作为公民日常生活研究的

文化科学，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结果，而是一个尚需要同仁去努力的倡导。正如吕微的新书题目

所标示的，“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①，将要玉成于我们这个学术群体，也将要成全我们这些学人

的人生。

［责任编辑　刁统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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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反思的民俗学到实践的民俗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手稿，２０１４年。


